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邵炳军

　　摘　要：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

得了创造性发展。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
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 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
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

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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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所谓的“政治生态”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

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
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所谓的

“讽谏诗”是指居于下位者运用委婉曲折的诗歌言

语，对居于上位者尤其是天子、国君的失误进行讽喻

劝诫与批评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 本文拟以春秋时

期政治生态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来讨论这一时期

讽谏诗对西周时期讽谏诗的继承与发展，进而探讨

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轨迹与基本特征。

一、春秋时期讽谏诗创作与
政治生态基本状况

　 　 时贤已有研究成果认为，《诗经》中的讽谏诗大

约有 ７０ 余篇①。 据笔者初步考订，这些讽谏诗，创
作于春秋时期（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４５３ 年）的

大致有 １９ 篇。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邶风·式微》
《鄘风·君子偕老》《郑风·将仲子》《魏风·葛屦》
《小雅·节南山》及传世文献所存逸诗《琴歌》《原田

诵》《优孟歌》 《慷慨歌》 《吴为无道歌》 《凤兮歌》１１

首②。 这些讽谏诗的创作年代在周平王元年至敬王

三十一年（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之间，基
本上分布于春秋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③。

（一）春秋前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前期（公元前 ７７０ 年—公元前 ６８２ 年）的

讽谏诗主要有 ３ 首，分别是周大夫家父（家伯父）的
《节南山》、郑大夫的《将仲子》、卫人（国人）的《君
子偕老》，具体分析如下。

《节南山》见于今《诗·小雅》，为周大夫家伯父

刺幽王乱政亡国以谏平王中兴王室之作，当作于周

平王元年（公元前 ７７０ 年）左右④。 与此诗创作相关

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 ７７１
年），王师为以幽王废天子宜臼（平王）的母舅西申

侯（姜姓国，在今陕西省眉县附近）为首的军事联盟

所败，幽王在骊山戏水（水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

潼区骊山）为犬戎所杀，西周覆亡⑤。 这表明统治阶

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白热

化程度。 二是幽王十一年至平王十年（公元前 ７７１
年—公元前 ７６０ 年），王室嫡庶相争，出现了平王宜

臼与其庶弟携王余臣 “二王并立” 的政治格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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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嫡长子王位承袭制与王权观念已经发生重要

变化。
《将仲子》见于今《诗·郑风》， 为郑大夫刺庄

公纵容其弟公子段（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而致

公室内乱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７２２
年），即郑庄公二十二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

事件有二：一是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 ７２２ 年），
郑庄公克公叔段于鄢（郑邑，即鄢陵，地在今河南省

鄢陵县西北），公叔段出奔共（卫别邑，即今河南省

卫辉市）。 这表明诸侯公室宗子与庶子之间的矛盾

日益凸显，终于引发庶孽之乱，嫡长子君位承袭制受

到严重挑战。 二是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 ７０７），桓
王率王师与卫、陈、蔡之师伐郑，郑师与王师战于繻

葛（郑邑，又称“长葛”，在今长葛市治东北二十余

里），王师大败，郑大夫祝聃射王中肩。 这说明王室

与公室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诸侯不再“翼戴天子，
而加之以共”（《左传·昭公九年》）⑥，竟然“敢陵天

子”（《左传·桓公五年》）了。
《君子偕老》见于今《诗·鄘风》，为卫人借宣公

夫人宣姜淫乱失道以讽谏公室上层贵族之作，当作

于周桓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９９ 年）以后，即卫惠公

元年以后。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

周桓王元年（公元前 ７１９ 年），卫宣公晋即位后始纳

太子伋（急子）之妻（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惠
公）；二是周桓王二十年（公元前 ７００ 年），卫宣公薨

后，齐僖公强迫公子顽（昭伯）烝宣姜，生齐子、戴公

申、文公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五人⑦。 尽管这种

“烝”“报”婚姻现象是一种氏族社会母权制时期群

婚制或亚群婚制的文化遗存，但当周代贵族阶层已

普遍实行父权制一夫一妻多妾婚制后，这种现象自

然属于违背婚姻礼仪的乱伦“非礼”之行。
（二）春秋中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中期（公元前 ６８１ 年—公元前 ５４７ 年）的

讽谏诗主要有 ６ 首，分别是黎大夫的《式微》、魏缝

衣女的《葛屦》与秦百里奚之妻的《琴歌》、晋舆人

（攻木之工）的《原田诵》和楚优孟的《优孟歌》 《慷
慨歌》，具体分析如下。

《式微》见于今《诗·邶风》，为黎大夫劝黎侯自

卫归于黎（帝尧之后，地在今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

西南三十里）之作，当作于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狄灭卫之前，即卫懿公八年之前。 与此诗创

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王元年（公元前

６８１ 年），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齐邑，在今山东省东

阿县境），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逐步实现了中原地

区的局部统一。 这表明，霸主填补了周王室衰微后

形成的政治权力真空，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
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赤狄伐邢灭

卫，兵锋直逼中原。 这说明，当时“南夷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面依然

严峻，黎君去国居卫而望助己，然卫君却无救其属国

危难之志。
《葛屦》见于今《诗·魏风》，为魏公室缝裳女刺

贵族妇人心胸狭窄而不体恤贫贱者之作，当作于周

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之后，即晋献公十六年

之后。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釐

王四年（公元前 ６７８ 年），曲沃（即今山西省曲沃县）
武公并晋，僖王以一军命武公为晋侯。 这表明在王

权式微之后，周王室不得不认可公室小宗吞并大宗

君权这一既成事实。 二是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６６１ 年），晋献公率上军灭魏（姬姓国，都邑在今山西

省芮城县东北七里之河北城，即故魏城），以之为晋

县。 这说明由于诸侯内部矛盾不断加剧，促使晋国

加快了武力兼并其他诸侯的步伐。
《琴歌》见于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六十引汉

应劭《风俗通义》，为秦百里奚（五羖大夫）之妻讽谏

百里奚勿忘糟糠之妻之作，当作于周襄王六年（公
元前 ６４７ 年）左右，即秦穆公十三年左右。 与此诗

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惠王二十二年

（公元前 ６５５ 年），晋献公灭虞（姬姓国，都邑在今山

西省平陆县东北五十里张家店之北），年已七十余

岁的虞大夫百里奚仕于秦，穆公授之国政。 这表明

秦穆公开始重用贤臣以图霸业。 二是周襄王二十六

年至三十二年（公元前 ６２７ 年—公元前 ６２１ 年）期

间，百里奚辅佐秦穆公，广地益国，开地千里，遂霸西

戎，襄王贺其以“金鼓”。 这说明秦穆公继晋文公之

后获得霸主地位，逐步实现了西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原田诵》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为晋舆

人谏文公应率诸侯之师谋立新功以伐楚师之作，作
于周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 ６３１ 年），即晋文公五

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襄王

十七年（公元前 ６３５ 年），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独

自出面安定王室。 这表明晋文公奉行“勤王”以“求
诸侯”之策，开始图谋霸业。 二是周襄王二十一年

（公元前 ６３１ 年），晋会齐、宋、秦之师及楚师战于城

濮（卫地，即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之故临濮城），楚
师大败，文公乃会诸侯盟于践土（郑地，在今河南省

原阳县西南）。 这说明晋文公继齐桓公成为诸侯霸

主，维护了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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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孟歌》见于《史记·滑稽列传》，《慷慨歌》
见于宋洪适《隶释》卷三著录的《楚相孙叔敖碑》，二
者皆为楚优孟讽谏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功勋之作，
作于周定王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２ 年），即楚庄王二十

二年。 与此诗创作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周定

王九年至十五年（公元前 ５９８ 年—公元前 ５９２ 年）
期间，即楚庄王十六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孙叔敖仕庄

王为令尹，庄王以师事之。 这表明楚庄王重用贤臣

以富国强兵，开始北向中原图霸。 二是周定王十年

（公元前 ５９７ 年），楚晋邲（即汴河，亦曰汴渠，其上

游为荥渎，又曰南济，首受黄河，在河南省荥阳市曰

蒗荡渠）之战，晋师败绩。 这说明楚庄王获取了霸

主地位，逐步实现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三）春秋后期、晚期讽谏诗创作与政治生态

春秋后期（公元前 ５４６ 年—公元前 ５０６ 年）的

讽谏诗，仅存《吴为无道歌》１ 首。 《吴为无道歌》见
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为楚大夫申包胥（申勃

苏）赴秦谏哀公以师救楚之作，作于周敬王十四年

（公元前 ５０６ 年），即吴王阖闾九年。 与此诗创作直

接相关的政治事件有二：一是自周灵王二十六年

（公元前 ５４６ 年）晋、楚“弭兵”之后，楚王室内部大

宗与小宗之间、小宗与小宗之间的王位之争使国家

长期陷入内乱。 这表明楚国君权渐次式微而霸业中

衰。 二是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 ５０６ 年），吴、楚柏

举（楚邑，在今湖北省麻城市东北）之战，楚师败绩，
吴入郢。 这说明吴王阖闾终于继楚庄王成为一代霸

主，维护了南部地区的局部统一。
春秋晚期（公元前 ５０５ 年—公元前 ４５３ 年）的

讽谏诗，仅存《凤兮歌》 １ 首。 《凤兮歌》 见于 《论

语·微子篇》，为楚陆通（楚狂接舆）讥讽孔子不能

隐为德衰之作，当作于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即楚昭王二十七年。 与此诗创作直接相关的

政治历史事件有二：一是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４９７ 年），即鲁定公十三年，孔子因执政卿季孙斯（桓
子）受齐女乐，遂去鲁适卫，开始了其周游列国（卫、
曹、宋、齐、郑、晋、陈、蔡、楚）十四年的人生经历。
这表明孔子试图通过游学以入仕，来实现自己的政

治理想。 二是周敬王三十一年（公元前 ４８９ 年），楚
昭王欲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故孔子自蔡（即负

函之蔡，本楚邑，地即今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楚王

城）赴楚之叶邑（即今河南省叶县西南之故叶城），
后因楚令尹公子申（子西）的反对而未封。 这说明

孔子的政治主张难以迎合统治者的胃口，因此孔子

四处碰壁，国君敬其人而不用其言。

二、春秋时期讽谏艺术演化的
基本特征

　 　 春秋时期的诗人对西周时期的讽谏艺术，具有

创造性传承与发展之功。 这一时期讽谏诗的具体特

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

春秋时期讽谏诗的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

君，像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讽幽王以谏平王，郑
大夫的《将仲子》讽谏庄公，卫人的《君子偕老》讽谏

宣公夫人宣姜，黎大夫的《式微》讽谏黎侯，晋舆人

的《原田诵》讽谏文公，楚优孟的《优孟歌》与《慷慨

歌》讽谏庄王，等等。
《节南山》全诗十章，前八章的批判锋芒主要集

中在太师皇父尹氏身上，第九章始以“我王不宁”带
出幽王，卒章方以“以究王讻”将讽谏笔触直指幽

王。 至此，诗人国破家亡之孤独、无处远循之忧虑、
匡时补天之清醒，达到了三位一体之境界，实现了叙

宗周覆亡之事、抒自己离乱感伤之情、刺幽王亡国祸

民之讻的创作目的，将讽谏艺术推向极致。 因此，清
代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九章］‘王’字
轻轻带出，诗人忠君爱国之心，含蓄无限。 立辞之

妙，可以为法。 ［十章］结出作诗原由。” ［１］３８９

《优孟歌》全诗十八句，前十四句主要对“贪吏”
与“廉吏”进行比较，后四句始点明创作缘由：“楚相

孙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

也！” ［２］２４１３－２４１４《慷慨歌》全诗十四句，前十二句亦

主要对“贪吏”与“廉吏”进行比较，后二句始点明创

作缘由：“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 ［３］ 此

二诗言辞多辩，于谈笑嬉戏之中，陈述孙叔敖生前为

令尹，尽忠为廉，筐箧橐简，但卒后其子却穷困负薪，
以讽谏楚庄王勿忘孙叔敖相楚之功。

如果说周大夫家父作为王室宰夫（下大夫）讽

谏在位天子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是其职责所在的

话，那么楚优孟作为楚乐人之长（相当于周王室的

中大夫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贵族子

弟乃其职责所在，讽谏在位国君行为是否符合礼仪

规范则是一种自觉行为，体现了一种政治担当。 由

此可见，春秋时期的中下层贵族诗人群体，利用讽谏

诗对天子与国君进行政治批判，完全是一种自觉意

识。 这相较于西周王室的祭公谋父、召伯虎、芮良夫

等公卿类上层贵族讽谏诗人群体而言，无疑是一种

历史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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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赋”“比”“兴”三体综合运用

毫无疑问，讽谏的本质特征是抒情的。 但春秋

时期讽谏诗人的抒情，大多不是直白式表述与口号

式呐喊，而主要是通过运用“赋”体叙事艺术与“比”
体和“兴”体形象感知来实现的。

１．以“赋”体叙事艺术来强化讽谏诗的社会功能

所谓“赋”体，就是敷陈其事的艺术手法，实际

上就是一种强化讽谏诗社会功能的叙事艺术。 比

如，《节南山》全诗十章，前三章采用“赋”体叙事艺

术来直陈时弊，揭露尹氏的黑暗政治；中间三章采用

“赋”体叙事艺术来说明事理，指出缘由；末四章以

感叹抒发愤懑之情。 可见，全诗以大量篇幅来进行

叙事，敷陈太师皇父尹氏为政之失。 正因为如此，才
使得结尾“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的抒情，具有了更

为厚实的事理基础，使叙事主题更为深刻，思想内涵

更加丰富，自然强化了讽谏的社会功能。 因此，方玉

润《诗经原始》卷十评之曰：“唯家父，周朝世臣，义
与国同休戚。 故不惮诛罚， 直刺其非， 无或稍

隐。” ［１］３８８

又如，《葛屦》全诗两章，首章六句与卒章前三

句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完整地涵盖了时间（“履
霜”之季）、地点（寒冷的“缝裳”处所与温暖的宫

室）、人物（“缝裳女”与“好人”）与事件（缝制衣裳

与试穿新衣）四要素；卒章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

刺”两句，方点出正题。 特別是随着叙事空间由“缝
裳”之所向“试衣”之室的转换，显示出叙事时间的

前后推移；人物描写则将贫贱之女的任劳任怨与贵

族夫人的心胸狭窄前后对照，褒贬分明。 因此，元代

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五评之曰：“仪容服饰虽

为大人，而中心偏急，不称其外也。 盖表里之不相符

如此，不能不刺之也。” ［４］卷５

可见，这一时期讽谏诗人的生活感知由以集体

情绪为主向以个人感受为主变迁，叙事意识由自发

阶段向自为阶段转变；其所创作的讽谏诗的情节结

构由断面式空间描写向线性式时间描写发展，人物

描写由扁平式符号化向立体式形象化转变。
２．以“比”体与“兴”体形象感知来增强讽谏诗

的抒情功能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往往选取客观物象与事象作

为喻体或兴象，采用“比”体或“兴”体以强化讽谏的

形象感知，以增强讽谏的艺术感染力。 比如，《吴为

无道歌》凡七句，开篇以“封豕长蛇”比喻吴国对诸

侯造成的严重危害；结句则以“草泽”比喻吴师入郢

（楚都邑，即今湖北省江陵市荆州镇北五里故纪南

城）后，昭王涉睢济江入云中（云梦泽）奔随（楚邑，
当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南）的艰难处境［５］ 。 足见此歌

连用两个借喻，一喻吴害之大，二喻楚境之险，从而

凸显“告急”之迫，足以打动秦哀公以师救楚之心。
又如，《原田诵》凡两句，首句以稠密茂盛之“原

田”这一客观物象作为喻体，比喻晋、宋、齐、秦之师

威武强大；又以“原田每每”这一客观事象作为兴

象，引出“舍其旧而新是谋”之旨，鼓励晋文公应毫

不犹豫地与楚师展开决战 （《左传·僖公二十八

年》）。 此诵将“比”体与“兴”体合二为一，从而增

强了讽谏的形象感知，强化了抒情的艺术效果。
（三）多种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

春秋时期讽谏诗运用最典型的是呼告、设问与

夸张等三种修辞手法。
１．以呼告强化讽谏诗的情感效果

春秋时期讽谏诗中的“呼告”，往往与“比拟”
“示现”结合使用，带有“比拟”或“示现”性质，通常

可以分为“比拟呼告”与“示现呼告”两大类。 比如，
在《节南山》中，诗人以比拟呼告手法，五言昊天：
“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凶。 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 “不吊昊天，乱靡有定” “昊天不

平，我王不宁”。 这种把事物人格化的修辞手法，就
是直接与想象之物说话———或呼唤，或倾诉，或沟

通，或指责，或怒吼，诗人将自己的悲愤感情淋漓尽

致地表现出来。 正是由于“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

极，未尝不呼天也” ［２］１９００，因而这种表达方式更能

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与深度思考。 当然，“怨天”只
是宣泄情感的一种方式，“尤王”才是所要达到的根

本目的，即《诗大序》所谓的“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又如，《将仲子》全诗三章，每章八句，首句皆以

“将仲子兮”这一声示现呼告开篇，十分亲密，以透

露“爱”仲子的真情实感；然后却要求仲子不要再来

会面，并解释心里“爱”但又不敢“爱”的客观原因；
在直接袒露了自己“仲可怀也”的心迹之后，又揭示

“畏”而不能“爱”的外界压力，即“父母之言，亦可畏

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当然，如果我们将“我”想象中与“仲子”面对面的情

话与“爱”与“畏”错综交织的矛盾心理，结合诗歌创

作背景与诗人的创作动机而论的话，郑大夫此诗乃

借民间男女之情喻公室君臣、嫡庶、长幼之道，即刺

庄公纵容其弟公叔段导致公室庶孽之乱。 因此，明
代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七十八《洪子问疑录》评之

曰：“（《将仲子》）后世君子亦有取焉，以为畏心生而

９４１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善念存矣！” ［６］

２．以设问增强讽谏诗的艺术效果

所谓“设问”，即心中早有定见却在语中故意提

出问题的修辞方式。 比如，《式微》两章，起句全用

设问———“胡不归”，结句则自问自答：“微君之故，
胡为乎中露。”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诗人采用

明知故问的修辞手法，比直接的叙述显得更加婉转

而有情志。 因此，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评之

曰：“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故当不惮淹恤。 今言我

若无君，何为处此？ 自言己劳，以劝君归，是极谏

之辞。”
又如，《凤兮歌》全诗凡八句，以“凤兮！ 凤兮”

连续两个比拟呼告开篇，紧接着即以“何德之衰”设
问，谓凤有道则见而无道则隐，来讥讽孔子不能隐为

德衰；故下文自问自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劝谏孔子既然无圣明之君，尚可避乱自隐而不晚；结
句又以“今之从政者殆而”来劝谏孔子，谓乱世不可

复治，告诫其务必归隐。 因此，宋代张栻《癸巳论语

解》卷九评之曰：“接舆之意，盖欲夫子隐居以避世

耳！ 观其知凤德之衰，且辞气舒而不迫，其人天资亦

高矣！” ［７］

３．以夸张增强讽谏诗的表达效果

所谓“夸张”，即一种为了达到某种表达效果的

需要而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着意扩大或

缩小的修辞方式。 比如，《节南山》七章本写寻思避

乱之所而无可去之地，然诗人却别出心裁，妙用夸张

修辞手法，说“项领”之“四牡”竟是“蹙蹙靡所骋”，
以揭示出土地日削、四方昏乱、无处逃遁之政治危

局。 因此，宋代朱熹《诗集传》卷十一评之曰：“言驾

四牡而四牡项领，可以骋矣。 而视四方则皆昏乱，蹙
蹙然无可往之所，亦将何所骋哉？” ［８］１４６

（四）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强化讽谏诗的审

美内涵

“美”与“丑”，既是一对客观存在，更是一对主

观认知。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往往运用以“美”为

“丑”手法以强化讽谏的审美内涵。 正所谓“讽刺之

诗，直诘易尽，婉道无穷” ［９］者。 比如，《节南山》首
章“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两句，三章“尹氏大师，维
周之氐。 秉国之均，四方是维。 天子是毗，俾民不

迷”六句，皆赞美三公之首太师摄司马皇父尹氏上

辅翼天子，下教化万民，秉国政之平，居权衡之正；下
文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 国既卒斩，何用不

监”四句，三章“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两句，却笔

锋突兀逆转，揭露其罪责深重而徒有其名。 诗人在

这里正是运用以“美”为“丑”的反比艺术手法，强化

了讽谏的艺术效果，拓展了诗歌的审美内涵。 因此，
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六《古诗之意》引苏东坡

语评之曰：“诗者，不可言语求而得，必将观其意焉。
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

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 ……‘赫
赫师尹，民具尔瞻’是也。” ［１０］

又如，《君子偕老》首章“副笄六珈。 委委佗佗，
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次章开篇“玼兮玼兮，其
之翟也。 鬒发如云，不屑髢也。 玉之瑱也，象之揥

也，扬且之皙也”七句，皆先极力状写其服饰仪容之

美———衣服盛，容貌庄，具有天仙、帝女之貌，可惊鬼

神而感天帝。 首章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两句作

结，次章以“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两句作结，
则皆言其行为品德之丑———贵为小君，然无 “淑

德”，无天仙、帝女之尊，极其卑贱而可鄙！ 卒章“瑳
兮瑳兮，其之展也。 蒙彼绉絺，是绁袢也。 子之清

扬，扬且之颜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八句，则
直言其具有国色天香之姣、倾国倾城之貌，为整个邦

国之大美女。 诗人先美其形，后丑其质，美丑相对，
更显其丑，笔法绝佳，达到了“广揽遐观，惊心动魄，
传神写意，有非言辞可释之妙” ［１１］之艺术境界。

（五）以“卒章显志”结构模式点明讽谏诗的缘

由主旨

所谓“卒章显志”，即叙事主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采用篇末点题方式，为受述者（ｎａｒｒａｔｅｅ）表达叙

事动机与创作主旨的一种叙事结构模式。 比如，
《葛屦》二章，前面皆用“赋”体来展开叙事，但在卒

章篇末却直接点明“维是褊心，是以为刺”的创作宗

旨。 诗人谋篇布局采用以铺陈手法张本而示末之章

法，即“卒章显志”结构模式，极富艺术表现力。 这

种“卒章显志”的结构模式，为其他“风诗”所罕见。
因此，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六评之曰：“明点作意，
又是一法。” ［１］２４２

又如，《琴歌》三首，前面皆以“赋”体追忆当年

出嫁时之贫困、临别时之体恤、离别后之窘境与今日

之富贵，然后篇末分别以“今日富贵忘我为” “今适

富贵忘我为”“今日富贵捐我为” ［１２］点明创作主旨，
告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富贵不淫而糟糠不易。 因

此，元代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卷六论之曰：“（《秦
风·晨风》）彼君子者如之何？ 而忘我之多乎？ 此

与《扊扅之歌》（《琴歌》）同意，盖秦俗也。” ［４］卷６

要之，这一时期的讽谏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

艺术形式，都较西周时期有了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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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春秋时期讽谏诗演化的动因及
诗学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动因是多方面

的，但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及诗歌创作

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则是其最根本、最主要的

因素。 这种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

作与诗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政治生态变迁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社

会基础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在新兴封建势力的斗争

下，内部的矛盾增加，天子威权一落千丈，各诸侯国

的独立性急剧增长，在不同历史阶段依次出现了

“天子守在四夷”“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的政

治格局，分别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自诸侯

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生态。 当时孔

子所产生的“有道”与“无道”的感叹与困惑，实际上

道出了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
族权政治、庶民政治依次演变的历程。

比如，春秋前期周大夫家父的《节南山》刺幽王

之主旨与戒平王的动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王权

以中兴王室；而像郑大夫的《将仲子》刺庄公纵容其

弟公叔段失君臣长幼之道以致公室庶孽之乱，实际

上是希望通过维护君权以稳定公室，进而强化王权

的社会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王室的讽谏

诗人，还是公室的讽谏诗人，他们的创作动机依然是

以王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天子作民

父母，以为天下王”这一君民关系。
又如，春秋中期黎大夫的《式微》谏黎侯自卫归

于黎，讽谏对象为诸侯国君；而像秦百里奚之妻的

《琴歌》讽谏其夫百里奚为秦相后应贫贱不移、不忘

糟糠之妻，则是通过维护“上下” “夫妇”人伦关系，
来维护“君臣”人伦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创作

动机依然是以君权为中心的，诗歌主旨依然是弘扬

“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 （《左
传·文公十八年》）这一君臣关系。

又如，像春秋后期楚大夫申包胥的《吴为无道

歌》，其主旨为谏秦哀公以师救楚。 然从申包胥谓

伍子胥（伍员） “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 （《左传·
定公四年》）与昭王返国后“辞不受（封邑），遂退隐，
终身不见” ［１３］之言行观之，其所突显者为“我”，而
非其 “君”； “复国” 是为 “庇家族”， 而非 “祐宗

子”⑧。 可见其创作动机名义上是以君权为中心，实

际上是以族权为中心；诗歌主旨自然不再是弘扬君

臣关系，而是凸显“守其官职，保族宜家” （《左传·
襄公三十一年》）这一家族关系。 春秋晚期楚陆通

的《凤兮歌》讥讽孔子不能隐为德衰⑨，在这位耕隐

之士心里，自然不再去关心王权、君权与族权，而是

对孔丘落魄境遇的惺惺相惜之情。
由此可见，讽谏诗实际上是“王道衰，礼仪废，

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

物，创作缘由是“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

政之苛”，创作动机是“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

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诗大序》）。 因此，春秋时期

政治生态的巨大变迁，便成为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

社会基础与讽谏诗创作本质性变革的主要动因。
（二）天道观念嬗变是讽谏诗创造性演化的思

想根源

政治思想是政治生态诸元素中最直接、最本质

的元素，政治思想巨变的前提则是哲学思想尤其是

天道观念的嬗变。
西周时期，由先周时期的“神意政治”进而转变

为“天意政治”，“天界”中的上帝神与祖先神开始分

离，人王以“天”之子而“受命”治理人世。 正由于周

人眼里的“天”是一种有意识的人格神，他们便在王

权观念基础上，将“明德”与“上帝”结合，形成了“上
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
降及厉幽之际，人们对于“天”不再寅畏虔恭，

而是持怀疑甚至是不满的态度了。 如宣王大夫仍叔

《云汉》中的“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昊天上

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瞻卬昊天，云
如何里”“瞻卬昊天，有慧其星” “瞻卬昊天，曷惠其

宁”，幽王卿士凡伯《召旻》中的“旻天疾威，天笃降

丧”“天降罪罟，蟊贼内讧”，都表达出对天降灾祸的

强烈不满。
至春秋时期，“天”之权威开始衰微，天意之尊

严已所剩无几。 如平王大夫家父《节南山》中的“不
吊昊天，不宜空我师” “昊天不佣，降此鞠凶。 昊天

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
我王不宁”，平王卿士凡伯《瞻卬》中的“瞻卬昊天，
则不我惠。 孔填不宁，降此大厉”“天何以刺？ 何神

不富”“天之降罔，维其优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
“藐藐昊天，无不克巩”，秦人《黄鸟》中的“彼苍者

天，歼我良人”，不仅表现出诗人对“天”的怀疑与怨

恨，而且表现出诗人对“天”的蔑视与谴责———“天”
已成为不仁不义、不惠不德、昏庸残虐的暴君，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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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厦的思想根基已逐步为新思想因子所摇撼。
这一时期诗人们之所以仰首向天，怨叹天道无

情、降下灾难，展现出天命观念从周初之兴到周末之

衰的演变轨迹，这正是西周末期周人天道观念开始

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尤王”转变的一种表现。 于

是，朴素的民本意识逐渐转化为一种强烈的民本思

想，诗人们的政治批判意识得以强化，忧国忧民的政

治情怀更加自觉，铁肩担道义的政治责任愈加强烈，
他们的“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 ［８］２便油然

而生，自然会把政治批判的锋芒直指现实生活中的

最高统治者———周王与国君。 故诗谏的历史传统，
逐渐转化为一种诗谏的政教制度。

（三）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批

评传统的形成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的演化，除了政治生态

变迁、天道观念嬗变这些外在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则

是诗歌创作艺术自身内在的演变规律，即讽谏创作

模式的建立与讽寓诗学传统的形成。
１．讽谏诗歌创作模式的建立

讽谏诗是以诤谏时事为主要目的的诗歌作品。
故现实生活中违反传统之事愈多，其创作数量自然

愈多。 就讽谏诗出现的年代而言，目前明确可考的

最早诗篇为《祈招》，为穆王卿士祭公谋父谏止穆王

肆心周游之作。 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

心。”（《左传·昭公十二年》）由此可知，讽谏诗至迟

在周穆王时期开始出现了。
当然，此类诗篇的大量产生，则在厉王之世（约

公元前 ８５７ 年—公元前 ８４２ 年）。 就诗人的创作动

机与诗歌的社会功能而言，讽谏诗与传统颂美诗之

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批判与歌功颂德。 讽谏诗

篇政治批判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朝廷谋议

缺失、国君亲佞远贤、执政者虐民害人、酗酒败德、妇
人干政诸方面。 如《诗·大雅》中召伯虎（召穆公）
的《荡》 《民劳》，芮良夫（芮伯）的《桑柔》，凡伯的

《召旻》《板》，等等。 甚至有不少诗篇采用“卒章显

志”的篇章结构安排方式来明确讽谏对象，以强化

讽谏效果，如《诗·小雅》中的《民劳》 《板》 《何人

斯》等。 由此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
在周厉王时期已初步形成了。

入春秋以后，讽谏诗人的政治批判目的更明确，
态度更坚决，方法更直截，语言更犀利，如《小雅·
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之类。 同时，讽谏诗

人群体，不仅仅是王室的贵族诗人，而且包括公室的

贵族诗人、平民诗人甚至奴隶诗人。 于是，讽谏艺术

为社会不同阶层的诗人们所广泛运用，讽谏成为全

社会各阶层人们实现政治批判创作动机与社会功能

的主要手段。 可见，讽谏作为一种诗歌创作模式，亦
即文本写作层面的讽寓（ａｌｌｅｇｏｒｙ）———采用道德化、
寓意化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的基本模式，在春秋时期

已完全建立起来。 因此，清代吴大受《诗筏》云：“有
隐讽者，《君子偕老》一篇，但述其象翟之盛，鬒发之

美，眉额之皙，至于‘胡天胡帝’，而犹未已；且缀以

‘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则并其亵衣之纤媚而形容

之，而以‘邦之媛也’四字结之。 羡美中有怜惜慨

叹，爱莫能助之意，略无一语及其淫乱。” ［１４］

２．讽寓诗学批评传统的形成

随着诗歌创作实践过程中讽寓模式的出现，理
论批评层面的讽寓文学批评模式，即采用道德化、寓
意化方式进行诗学批评的基本模式，也应运而生。
当然，前者属于作诗范畴，后者属于解诗范畴。 此两

者虽然互为因果关系，但毕竟不属于同一范畴。 就

作诗而言，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创作模式，是以历

史性———再现历史语境为基本前提的，其所诉求的

是艺术真实；而就解诗而论，这种道德化、寓意化的

批评模式，是以情感性———回归情感语境为基本前

提的，其所诉求的是审美意识。
就讽寓诗歌创作模式而言，这种影响在西周晚

期讽谏诗出现后就已经产生；就讽寓诗学批评模式

而论，这种传统至迟也应该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只是因为文献不足，我们一时难以验证而已。 就现

有文献来看，起码像春秋中期晋公子重耳夫人齐姜

引《将仲子》、鲁季孙行父（季文子）《节南山》、荣栾

赋《式微》，或直接引述诗句为文，或间接化用诗意

为文，或汲取思想营养，或借鉴艺术手法，已经初步

具备讽寓诗学批评的特征。 至春秋后期孔子采取讽

寓方式来引《诗》、论《诗》、释《诗》以论道，其根本

目的就是把对《诗》的解读看作对人自身与社会的

一种理解，以作为君子人格培养与社会礼仪教化的

一种手段，足见当时“讽寓”诗学批评模式已经非常

成熟。 后经汉儒对《诗》文本的讽寓性解读，讽寓诗

学批评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传统

之一。
要之，这种解诗范畴的讽谏，不仅来源于作诗范

畴的讽谏，而且作用于作诗范畴的讽谏。 两者相互

作用，对后世讽谏诗的创作与讽谏诗学理论范畴的

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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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批判对象、艺术手法

与结构模式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发展。 其主要动因

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

自身的演化。 春秋时期讽谏诗歌艺术演化对后世讽

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

了深刻影响。

注释

①详见：杨简、李清文：《论“大雅”讽谏诗的文化意蕴》，《学术交流》
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王慧：《“变雅”中政治讽谏诗生成原因解析》，《华
夏文化论坛》２００７ 年；王长华、赵棚鸽：《〈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

神》，《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夏保国：《周代采风制度

与“诗谏”》，《沈阳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祝秀权：《论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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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谲谏”的周代献诗》，《山西师大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王齐

洲：《周代言谏制度与文学发展》，《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②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
③笔者将春秋时期划分为前、中、后、晚四个历史阶段。 详参：邵炳

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９—１１ 页。 ④本文所涉及诗歌作品的创作年代，详见：邵炳军：《春秋

文学系年辑证》及其相关论文，不再逐一标注。 ⑤本文所涉及的历

史事件，凡见于《春秋》《左传》《国语》《竹书纪年》《管子》 《战国策》
《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者，概不逐一标注。 ⑥
本文所引《春秋左传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 《毛诗正义》 《论语注

疏》《尚书正义》，皆据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影印《十三经注疏》本，概不

逐一标注。 ⑦宣姜为齐僖公禄父之女，卫宣公夫人；公子顽为宣公庶

子，惠公朔庶兄。 ⑧包氏出于霄敖熊坎长子蚡冒熊眴，昭王熊轸为霄

敖熊坎次子武王熊通七世孙，虽皆属“霄敖”之族，然血缘关系早出

“五服”之亲。 ⑨就出身而言，陆通为楚公族，孔丘为宋公族，皆属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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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鲁而周游列国，皆属“庶人”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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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ｔｉｒｉｃａｌ ａｄｍｏｎｉｔｉｏｎ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ｈ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ｔｉｒｉｃａｌ ａｄｍｏｎｉｔｉｏｎ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ｓａｔｉｒｉｃａｌ ａｄｍｏｎｉｔｉｏｎ ｐｏｅｍｓ； ａｒ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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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